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视角下农药减量化政府监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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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产品农药残留问题是制约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因素，对此，首先以农药残留引致的多重负外部性问题为导向，分析我国农药最大残留限量（MRL）标准下我国水果蔬菜农药残留情况，并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MRL标准下检出农药频次比例、农药残留超标率及超标主要农药和农产品种类等，以探讨农药减量化政府监管的有效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农药残留具有显著的负外部性；我国水果蔬菜存在农药残留超标以及剧毒等禁用农药残留问题，我国农药MRL标准偏低以及覆盖面较窄是导致农产品农药残留安全隐患的重要因素；提高我国MRL标准及限制外来非标准内农药施用是我国农药减量化政府监管的可行路径。[为实现农药减量增效及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整体水平，必须借助政府力量消除农药残留多重负外部性，通过优化农药MRL标准等 “内提标、外控源”监管措施是实施监管的重要路径。](农药残留多重负外部性可以说减缓，但不可能被消除的，请删除该句)为实现农药减量增效及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整体水平，必须借助政府力量促进MRL标准信息对称，完善“内提标、外控源”等监管措施是政府实现农药减量化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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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Supervision) Regulation Path of Pesticide Reduc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Pesticide Maximum Residue Limit

Shao Yitia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ina Institute of Regulation Research,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pesticide residu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the key factor restricting agricultural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n China.This paper is first guided by the multiple negative externalities caused by pesticide residues, analyzes the pesticide residues in fruits and vegetables under the pesticide maximum residue limit (MRL) standard in China.The frequency of pesticide detection, excessive standard rate of pesticide residues,major pesticide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at exceed the standardwere compared in different MRL standards.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ese fruits and vegetables have excessive pesticide residues and highly toxic prohibited pesticide residues; the low Chinese pesticide MRL standard and the narrow coverage are important factors leading to the safety risks of pesticide residue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Improving China's MRL standard and restricting the application of foreign non-standard pesticide is a feasible path for the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pesticide reduction in China.
Abstract: Pesticide residu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the key factor restricting China's agricultural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Firstly, guided by the multiple negative externalities caused by pesticide residue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pesticide residues in fruits and vegetables in China under the pesticide maximum residue limit (MRL) standard. Secondly, the frequency of pesticide detection, excessive standard rate of pesticide residues, major pesticide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at exceed the standard were compared in different MRL standar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ese fruits and vegetables have excessive pesticide residues and highly toxic prohibited pesticide residues; the low Chinese pesticide MRL standard and the narrow coverage are important factors leading to the safety risks of pesticide residue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Improving China's MRL standard and restricting the application of foreign non-standard pesticide is a feasible path for the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pesticide reduction in China. Government has to promote the information symmetry of pesticide MRL to reduce pesticide usag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leve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Measures such as “raising the internal standard and controlling the external source” are important ways for the government to realize the pesticide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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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bookmark: OLE_LINK84]农药减量化是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和农产品中农药残留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食品安全意识的提升，农业环境和农产品中农药残留超标等问题逐渐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农药残留超标是影响水果蔬菜质量与安全的主要因素。研究显示，【文献是2011年，距今已有10年，依据的时效性差】厦门地区小白菜、豆类和芥菜检测样品中农药残留超标分别高达17.2%、18.9%和17.2%[1]（标红处请删除）。研究显示，对196份香蕉样品农药残留检测发现，吡虫啉共超出限量21次，腈苯唑和噻虫嗪各超出限量2次[1]；对51个三七样本农药残留检测发现，烯酰吗啉的检出率为100%，腐霉利、毒死蜱和吡唑醚菊酯的检出率均大于90%[2]；对芒果农药残留检测发现，吡唑醚菌酯、噻虫胺、吡虫啉和苯醚甲环唑在全果和果肉中均存在超标现象[3]。农药也是我国食品安全领域备受关注的敏感话题和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研究表明，从饮食中摄入农药对儿童和成人有急性和慢性风险[4]【根据前文内容和文献引用修改情况调整文献序号。下同】。因此，近几年中央一号文件反复强调要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其中，2016－2017年要求实施和推进农药零增长行动，2018－2021年要求开展农药减量行动。2015年农业农村部印发《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经过5年的实施，我国农药减量增效已顺利实现预期目标。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农药利用率为40.6%，比2015年提高4%[5]，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连续6年保持在97%以上[6]，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继续稳定向好。2017年以来，农业农村部推进高效低风险农药替代化学农药，2020年我国高效低风险农药占比超过90%[5]。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显示，1990－2019年间，我国平均农药施用强度为10.64 kg/ha，并呈递增的趋势，2019年施用强度为13.07 kg/ha。比较而言，日本同期平均农药施用强度为13.94 kg/ha，且近年来呈下降趋势，2019年施用强度为11.90 kg/ha；此外，英国平均农药施用强度为4.328 kg/ha，美国为2.39 kg/ha[7]【补著录以上数据来源文献】。因此，我国农药使用强度距离英美国家尚有差距。为持续降低农药施用强度及农产品中农药残留水平，有效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2020年2月，我国开始实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2763－2016》，该标准是基于GB 2763－2016和GB 2763.1－2018的延续和拓展。2021年3月，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新版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以下简称“2021版”）。与GB 276－201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以下简称“2019版”）相比，2021版中农药品种增加81个，增幅为16.7%；农药残留限量增加2 985项，增幅为42%；设定29种禁用农药792项限量值、20种限用农药345项限量值；针对水果蔬菜等制修订5 766项残留限量，占目前限量总数的57.1%；制定了87种未在我国登记使用农药的1 742项残留限量。2021版共规定了564种农药在376种（类）食品中10 092项最大残留限量（MRL），对农产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相比发达国家而言，我国10 092项农药MRL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如美国有39 147项MRL，欧盟有162 248项MRL，日本有51 600项MRL。那么，参照发达国家农药MRL标准来衡量我国农产品农药残留情况，这对于横向比较农产品农药残留真实水平以及评价不同农药MRL标准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  农药残留的负外部性
根据我国《农药管理条例》（2017年修订）定义，农药是指用于预防、控制危害农业、林业的病、虫、草、鼠和其他有害生物以及有目的地调节植物、昆虫生长的化学合成，或者来源于生物、其他天然物质的一种物质或者几种物质的混合物及其制剂。国际上，许多种类农药被定义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POPs），这些农药具有很长的半衰期，很难通过生物、化学、光等自然降解，长期存在于自然环境中[8]，部分危险化学农药的长期使用，对人类健康以及整个生态系统带来了安全隐患[9]。
2.1  农药残留可引致多重疾病
农药与人体健康关系一直备受广泛关注，国内外也开展了大量农药毒理学研究。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年至少发生50万例农药中毒事件，其中死亡11.5万人，数十种疾病与农药残留有关[10]【补著录以上数据来源文献】。此外，据央广网报道，我国每年农药中毒人数有10万之众[11]【补著录以上数据来源文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6－2018年期间，我国因农药造成食源性疾病事件数年均近59件，占食源性疾病总数的1.13%；年均患者人数达304人次，占食源性疾病患者总数的0.87%。研究表明，人类长期摄入食物中的农药残留，会导致人体免疫抑制、生殖缺陷、激素紊乱甚至癌症等慢性健康疾病的发生[12]。例如，有机氯农药（OCPs）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引起大脑过度兴奋、惊厥、震颤及超反射，还可能与性激素作用，表现为头痛、恶心、头晕、呕吐、震颤、身体不协调及精神混乱[13]；此外，OCPs环境与阿尔茨海默症风险的增加有关系[14]。有机磷农药（OPs）会引起胆碱能综合症、迟到性多神经病、中间综合症和慢性神经精神疾病等神经毒素性疾病[15]；此外，OPs还能通过影响代谢、诱导氧化应激等途径导致肝胆和心脏组织缺氧以及灌注不足等多器官功能性障碍[16]。曾被广泛使用的氨基甲酸酯类农药（CMs）与免疫反应疾病有关，如过敏反应和癌症等，CMs诱导免疫失调的主要机制包括内分泌干扰、直接免疫毒素和酯酶活性抑制[17]；此外，CMs对神经系统的疾病症状是由于胆碱能刺激过度所致，这一点类似于OPs，但CMs导致的严重中毒概率较小，患者存活机会也相应较高[18]。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对人体的毒性相对较小，常见的症状包括呼吸系统、神经系统、胃肠道、眼部及皮肤等症状，一般短期内可以恢复健康[19]。
农药动物实验表明，农药对有机体有多种毒副作用。例如，对大鼠实验结果显示，草甘膦可致雌性大鼠卵巢损伤及内分泌紊乱，造成雄性大鼠睾丸毒性；对猪实验结果显示，草甘膦可影响猪卵巢细胞生殖功能和脂肪组织的稳态[20]。百草枯对小鼠脾T、B淋巴细胞具有显著抑制作用[21]，对雌、雄小鼠急性经口LD50值分别是108 mg/kg和126 mg/kg，属中毒性[22]。毒死蜱、马拉硫磷、氯氰菊酯、氯氟氰菊酯联合作用可引起小鼠免疫功能紊乱[23]，对小鼠自然杀伤细胞具有免疫毒性[24]。马拉硫磷、毒死蜱、氯氰菊酯、高效氯氟氰菊酯这4种农药单独或联合作用均可致小鼠骨髓细胞微核率、精子畸形率增加，联合染毒对小鼠的遗传损伤具有相加作用[25]。戊唑醇可抑制人胎盘滋养细胞增值，并通过线粒体途径诱导胎盘滋养层细胞凋亡[26]。
2.2  农药残留影响农业生态环境
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外部条件。近年来，国家大力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水平，坚决贯彻和践行“两山”理论，而农药残留是制约生态环境提升工程的重要障碍。由于我国农业劳动力加速向城市转移，农药等农业生产要素便成为对劳动力投入的替代，这种替代也成为我国农业环境污染的历史渊源[27]。持续过量农药等农业投入品的施用引致了严重的资源环境危机[28]，农药规范化滞后和过密化施用导致农产品不安全生产现象频发，不仅严重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损坏消费者身体健康，更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29]。研究发现，伴随着农业结构调整，农药施用产生的环境问题可能越来越突出，农业环境绩效降低[30]。而现代农业生产中农药的大量施用也是造成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因素之一[31]。此外，农药过量施用对水体、土壤以及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了直接危害[32]。另据估算，我国每年废弃的农药包装物约有32亿多个，包装废弃物重量超过10万t，包装中残留的农药量占总质量的2%～5%[33]。虽然我国粮食产量和储量短期上有效保障了人民口粮安全，但是从长远来看，今天的粮食安全水平是以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为代价的，其中一些做法有违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34]。丛晓男等[32]研究显示，我国农药施用已进入边际报酬递减阶段，继续增加投入量不仅无法明显使粮食增产，还将产生严重的土壤污染和土地退化问题。
2.3  农药残留导致我国农产品遭遇技术壁垒
技术性贸易壁垒主要指世界贸易组织（WTO）制定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TBT协定）和《实施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协定》（SPS协定）。技术性贸易措施通常以维护国家安全、保护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保护环境、保证产品质量、防治欺诈行为等理由，通过采取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卫生措施来实现。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碎片化分到农户手中，以小农户为主的分散农业生产模式决定了我国农业生产环节监管力度较为薄弱，也导致了整体农业生产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在差距，因此，分散自主经营的农业生产模式是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整体不高的一方面原因，也是间接导致我国农产品遭遇技术壁垒的重要因素。
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进行了诸多限制，其中农产品中农药残留水平是一项非常重要的限制因素。商务部调查显示，我国有绝大部分农业及食品出口企业受国外技术壁垒的影响，造成每年巨大经济损失，国外实施的技术壁垒已成为制约我国农产品出口的最大障碍[35-36]【补著录来源文献】。以《中国统计年鉴》中农产品对外贸易数据为例，统计口径为初级产品中的食品及活动物、饮料及烟草、非食用原料和动植物油脂及蜡4类（见图1），我国农产品进口明显高于出口，进口增幅也明显快于出口，出现巨大的贸易逆差。

图1  近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变化趋势

3  不同MRL标准下我国果蔬农药残留的比较分析
MRL指在食品或农产品内部或表面法定允许的农药最大浓度，通常以每千克食物或农产品中农药残留的毫克数表示（mg/kg）。农药的种类不同，每日允许摄入量（ADI）也不同。ADI是指人类终生每日摄入某物质而不产生可检测到的危害健康的估计量，以每千克体重可摄入的量表示（mg/kg BW）。各个国家根据不同的农业发展环境和社会需要制定了不同的农药MRL标准和农药ADI，农药MRL标准成为评定农产品农药残留的主要依据。那么我国农产品样本在不同国家MRL标准下有什么区别？以下通过农药残留检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主要数据来源于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和武汉大学共同编制的《中国市售水果蔬菜农药残留水平地图集》[37]以及《中国市售水果蔬菜农药残留报告（2015－2019）》[38]【补著录来源文献，农药残留检测方法为气相色谱—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检测样品包括约100种主要蔬菜和1 000余种水果，取样范围包括国内40多个省会/首府（直辖市）和重点城市（以下简称“样本区域”）。
3.1  中国MRL标准下我国果蔬农药残留情况
根据GB 2763－2016及增补版GB 2763.1－20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最大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样本区域内农药残留检出超标率前十的农产品如图2所示，其中菜豆农药检出超标率高达85.7%，石榴等农产品均有不同程度的农药残留超标情况；此外，在中国MRL标准下，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率前十的省份中（见图3），海南省的农药残留检出超标率近11%，河南等省份均有不同程度的农药残留超标情况。数据表明，我国农产品存在比较普遍的农药残留超标情况，个别农产品种类和销售区域的农药残留问题亟待进一步改善。
【百分比符号非单位符号。图2内纵坐标轴上各百分比数据补充百分号修改完善】

图2 中国MRL标准下样本区域农药检出超标率前十农产品









【百分比符号非单位符号。图2内纵坐标轴上各百分比数据补充百分号修改完善】

图3 中国MRL标准下样本区域农产品超标率前十省份


此外，在总检出频次20 413次中，单例样本检出频次前十的农药有威杀灵(近1 500次)、毒死蜱、除虫菊素、腐霉利、哒螨灵、硫丹、甲霜灵、嘧霉胺、戊唑醇、新燕胺；单例样本检出农药频次前十的农产品有芹菜（>1 500次）、黄瓜、葡萄、番茄、甜椒、豆角、梨、苹果、生菜、茄子；单例样本检出农药种类前十的农产品有芹菜（>150种）、豆角、黄瓜、番茄、甜椒、苹果、生菜、梨、茼蒿、油麦菜。可见，威杀灵等农药被频繁用于农业生产，且多种类农药叠加施用较为普遍。
根据中国MRL标准，剧毒、高毒和违禁农药检出种类及频次如表1所示。检出剧毒、高毒和违禁农药前十的农产品种类及频次分别是：芹菜（184）、黄瓜（170）、桃（71）、豆角（68）、韭菜（65）、茄子（65）、番茄（60）、甜椒（56）、茼蒿（48）、生菜（42）。由此可见，农产品中剧毒、高毒和违禁农药残留情况仍比较普遍。那么这些农药是目前仍在施用还是由于再残留限量导致尚不得知（再残留限量指一些持久性农药虽已禁用，但还长期存在环境中，从而再次在食品中形成残留，通常以每千克食物或农产品中农药残留的毫克数表示）。但是，不管是哪种因素导致，农产品中禁用农药残留问题必须予以充分重视。

	     表1  样本区域农产品剧毒、高毒和违禁农药检出种类及频次                       单位：次

	农药种类
	检出频次
	农药种类
	检出频次
	农药种类
	检出频次
	农药种类
	检出频次

	硫丹
	665
	灭害威
	14
	杀扑磷
	6
	久效威
	2

	克百威
	196
	甲胺磷
	13
	草消酚
	6
	异柳磷
	1

	甲拌磷
	107
	乙拌磷
	11
	异艾氏剂
	4
	甲基对硫磷
	1

	水胺硫磷
	84
	特丁硫磷
	10
	乙基嘧啶磷
	4
	苯腈磷
	1

	三唑磷
	82
	乙硫磷
	10
	丙虫磷
	2
	三硫磷
	1

	自克威
	45
	涕灭威
	9
	灭线磷
	2
	异狄氏剂
	1

	2,6-二氯苯甲酰胺
	41
	硫丹硫酸盐
	9
	庚烯磷
	2
	对氯硝基苯
	1

	治螟磷
	18
	对硫磷
	9
	蝇毒磷
	2
	　
	　



3.2  不同MRL标准下我国果蔬农药残留情况
不同国家MRL标准下，相同农产品的农药残留水平也必然存在差异。为探究我国果蔬农药残留的真实水平，本研究分别对照中国、日本、欧盟的MRL标准，比较检出的农药残留与日本、欧盟MRL标准参照的比例，结果如图4所示。可见，样本区域农产品农药总检出频次为20 413次，检出农药100%涵盖在日本MRL标准内，77.6%涵盖在欧盟MRL标准内，仅有20.7%涵盖在中国MRL标准内。农药MRL标准中，我国2020年2月起执行7 101项标准，2021年9月开始执行10 092项标准，而欧盟和日本目前分别有162 248项和51 600项，数据说明当前我国农药MRL标准相对日本和欧盟明显偏少，近80%的检出农药不在国家标准之内。我国宽泛的MRL标准使农产品隐性的农药残留问题突现，即存在农产品农药残留符合本国标准却严重超出他国标准的情况，这也无形中造成了农产品农药残留标准漏洞，更为农药减量增效带来了标准上的执行障碍。

图4  样本区域农产品检出农药与国际主要MRL标准对比


此外，样本区域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率在不同国家农药MRL标准下也存在显著差异，由图5可见，同样的农产品样本在中国MRL标准下，农药超标率仅为2.9%，而在日本和欧盟标准下农药超标率分别高达33%和27.5%。数据说明，中国农药MRL相比日本和欧盟标准明显偏低，农产品农药残留仅以中国MRL标准衡量结果确实比较理想，但农药残留远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以欧盟为例，2012年欧洲食品安全局开展对欧盟成员国及挪威、冰岛的食品农药残留抽样调查，一共检测了来自750多种食品的7.8万多个样本，结果显示99.1%的样本符合欧盟农药残留法定上限，其中超过一半的样本基本无农药残留(农药残留水平低于法定下限)。相比较而言，我国农药残留MRL标准应向国际高标准看齐，适当提高农药残留标准，以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图5  不同农药最高限量标准下样本区域农产品农药超标情况

进一步比较不同国家农药MRL标准下超标次数前十的农产品和农药，结果分别如表2和表3所示，可以看出中国标准下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次数明显低于日本和欧盟。以芹菜为例，中国MRL标准下超标次数仅为83次，而在日本和欧盟MRL下分别高达422次和359次。相同农产品在不同MRL标准下呈现明显差异的超标次数，说明各国和地区农药MRL标准具有显著性差异。同时可以看出，超标农药检测频次在不同MRL标准下也同样存在显著差异，如在中国MRL标准下，克百威检测超标频次最高，达到99次，而在日本MRL标准下威杀灵检测超标次数最高达365次，在欧盟MRL标准下腐霉利超标次数最高次数达408次。相比而言，中国MRL标准下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频次整体显著低于日本和欧盟，说明中国MRL标准数量和要求偏低于日本和欧盟。综上，我国较低的农药MRL标准差异为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及突破贸易技术壁垒带来了执行障碍。


表2  不同最高残留限量标准下样本区域农药残留超标次数前十农产品      
	排名/位
	中国MRL
	日本MRL
	欧盟MRL

	
	农产品         超标数/次
	农产品     超标数/次
	农产品        超标数/次

	1
	芹菜
	83
	芹菜
	422
	芹菜
	359

	2
	韭菜
	35
	豆角
	315
	番茄
	210

	3
	豆角
	16
	生菜
	227
	茄子
	181

	4
	橘
	12
	油麦菜
	162
	豆角
	178

	5
	萝卜
	12
	茼蒿
	137
	黄瓜
	173

	6
	菠菜
	11
	胡萝卜
	136
	生菜
	169

	7
	小白菜
	20
	小白菜
	127
	梨
	114

	8
	黄瓜
	9
	韭菜
	126
	韭菜
	112

	9
	桃
	9
	茄子
	120
	小白菜
	110

	10
	青菜
	7
	青菜
	118
	油麦菜
	110




表3  不同最高残留限量标准下样本区域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次数前十农药 
	排名/位
	中国MRL
	日本MRL
	欧盟MRL

	
	农药        超标数/次
	农药    超标数/次
	农药品        超标数/次

	1
	克百威
	99
	威杀灵
	365
	腐霉利
	408

	2
	甲拌磷
	48
	哒螨灵
	255
	生物苄呋菊酯
	200

	3
	毒死蜱
	43
	烯虫酯
	229
	新燕胺
	182

	4
	腐霉利
	18
	新燕胺
	183
	仲丁威
	177

	5
	治螟磷
	13
	杀螨特
	158
	杀螨特
	160

	6
	氟虫腈
	9
	氟硅唑
	140
	溴虫腈
	151

	7
	敌敌畏
	8
	除虫菊素
	138
	克百威
	125

	8
	对硫磷
	7
	解草腈
	133
	氟硅唑
	110

	9
	吡氟氯禾磷
	6
	烯唑醇
	115
	硫丹
	92

	10
	七氯
	5
	邻苯二甲酰亚胺
	102
	烯唑醇
	85



4  MRL标准、农药残留及政府监管
4.1  农药MRL标准差异的根源
基于农药残留的多重负外部性、农药残留超标以及剧毒、高毒和禁用农药残留的普遍性，国家实施农药减量增效措施是降低农产品农药残留的重要途径，而降低农药残留是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核心内容。然而，中国农药MRL标准相对较少且比较宽泛，目前执行的农药MRL标准仅7 101项，是欧盟MRL标准的4.37%和日本MRL标准的13.76%，因此，我国农产品按照中国MRL标准基本都能够合格，但是对照发达国家标准时，达标率却显著降低。MRL标准的差异为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创造了标准漏洞，尽管农业生产者对标生产，农业经营者对标经营，农业监管者对标监管，然而规范的农业市场活动也可能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那么，各国农药MRL标准差异的根源在哪里？首先，地域差异决定了气候、土壤等农业生产环境的差异，因此对于同一种农药降解程度也存在差别；其次，各国食物生产和消费结构的不同决定了农药残留标准的区别；第三，农药残留通常被作为国际贸易技术壁垒，对国内外农药实行差别化管理。
4.2  农药残留模型及与MRL标准的关系
为进一步说明问题，假设农产品中农药残留为Q，农药施用强度为，本研究尝试借鉴原子核衰变规律构建农药残留理论基础模型。模型表达式为：
		（1）
[bookmark: OLE_LINK1]式（1）中：T为规定的农药安全间隔期；t为农药实际间隔期；z为按规定喷洒农药稀释z倍数后达到国家规定的农产品农药残留标准(z>1)；为农业生产环境如光照、温度、降雨、风力等自然条件对农药的降解系数，在恶劣自然环境下<1，在良好自然环境下>1，在测定规定农药安全间隔期条件下=1；为农药喷洒均匀系数（≥1），=1表示理想喷洒状态，此时均匀喷洒形成的农药雾滴有效包裹农作物。
根据以上模型假设，农药残留量Q与农药施用强度呈正比关系，降低农药施用强度即实施农药减量有利于降低农药残留量；延长农药实际间隔期有利于降低农药残留量，对于相对固定的农作物生产周期，延长农药实际间隔期等于间接实现农药减量；此外，研发农药新品种，实现低毒、低残留、长效的农药替代高毒低效农药也是实现农药减量的有效路径。农药残留量Q要求符合农药MRL标准，MRL标准越宽泛则Q值越高，对于一定的Q值，农药MRL标准是决定农残是否超标的关键因素。
4.3  MRL标准如何衡量农药残留真实水平
一般地，农药MRL标准越高以及标准涉及农药种类越多，则相应农产品中农药残留指标越低，农户也会降低农药的施用强度，但是，如果存在多种农药MRL标准，那情况就有所区别了。假设有多个MRL标准，其中MRL1标准下农药残留为X，MRL2标准下农药残留为Y，MRL3标准下农药残留为Z，那么，衡量农产品农药残留真实水平应该是在不同MRL标准下的综合值。简要数学表达式如下：
	Q=+++…	（2）
式（2）中：Q为农药残留真实水平；为第n个农药MRL标准的权重(n≥1)；、、表示不同标准规定下的农药残留MRL项数。
由式（2）可见，农药残留真实水平应由不同MRL标准下农药残留按不同权重构成，因此，衡量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因素是多重的。由于诸多化学农药衍生品之间存在属性相近、作用类似等特征，因此在实际生产中往往存在不同农药之间的替代效应，即X、Y、Z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反映到农产品上即是符合农药残留的检出，如中国MRL下芹菜检出150余种农药残留，豆角、黄瓜、番茄等检出100余种农药残留[37]。此外，农药市场发展迅速，新型农药被广泛研发和使用，再加上农药市场具有较强的流通性，很多农药制造企业利用过期专利生产或仿制农药等途径进行生产，这些因素构成了复杂的农药市场环境，也加重了农药监管的难度，因此，仅仅依靠一种农药MRL标准去衡量农药残留水平往往不够全面，也容易导致农产品生产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综上所述，政府农药监管在制定农药MRL标准时应该综合考虑农药残留具体情况，制定适合本国实际又符合国际要求的标准体系，最终实现降低农药残留水平以及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目标。
4.4  我国农药MRL标准的演进及成效
我国政府始终重视农产品中农药残留问题，近年来颁布了一系列国家标准来规范农药的施用。标准是衡量农药残留是否规范的基础指标，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农药MRL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行有效监管。由于新型农药产品不断被研发和使用，低毒低残留高效的环保型农药逐渐取代了高毒高残留低效的化学农药，国家标准也逐渐发生改变。近年来我国农药残留标准变迁如表4所示，可见我国几乎每年都出台新的农药残留标准，标准对农药残留规定越来越严格，大量剧毒、高毒农药被新型农药所取代，农药MRL项数也越来越多，如标准GB 2763规定的农药MRL中，2012年为2 293项、2014年为3 650项、2016年为4 140项、2018年为4 402项、2019年为7 017项、2021年为10 092项。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是国家对农药实施政府监管的重要手段，随着MRL标准的日益严格，农药残留水平不断降低。数据显示，2001年国家质检总局对国内23个大中城市的大型蔬菜批发市场第三季度产品抽查，结果显示，蔬菜农药残留超标率达47.5%[39]【补著录来源文献】。农业农村部按照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标准对国内37个城市蔬菜农药残留合格率进行检测，结果显示，2005年蔬菜农药残留平均合格率为94.8%，2006年的平均合格率为94.7%，2007年的平均合格率为94.3%[40]。【补著录来源文献】。统计数字显示，2015－2020年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连续保持在97.0%以上[6]【补著录来源文献】【以上各数据，同一指标应统一保留小数点后小数位数】。
【表4内标准号中连接符按规范参照修改】
表4  近年我国主要农药残留标准
	相关标准
	标准号

	《茶叶中甲萘威、丁硫克百威、多菌灵、残杀威和抗蚜威的最大残留限量》
	NY660－2003

	《茶叶中氟氯氰菊酯和氟氰戊菊酯的最大残留限量》
	NY661－2003

	《花生仁中甲草胺、克百威、百菌清、苯线磷及异丙甲草胺最大残留限量》
	NY662－2003

	《水果中啶虫脒最大残留限量》
	NY773－2004

	《叶菜中氯氰菊酯、氯氟氰菊酯、醚菊酯、甲氰菊酯、氟胺氰菊酯、氟氯氰菊酯、四聚乙醛、二甲戊乐灵、氟苯脲、阿维菌素、虫酰肼、氟虫腈、丁硫克百威最大残留限量》
	NY774－2004

	《玉米中烯唑醇、甲草胺、溴苯腈、氰草津、麦草畏、二甲戊乐灵、氟乐灵、克百威、顺式氰戊菊酯、噻吩磺隆、异丙甲草胺最大残留限量》
	NY775－2004

	《柑橘中苯螨特、噻嗪酮、氯氰菊酯、苯硫威、甲氰菊酯、唑螨酯、氟苯脲最大残留限量》
	NY831－2004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2763－2005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第1号修改单
	GB2763－2005

	《粮食卫生标准》中的4.3.3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2715－2005

	《农产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NY1500－2007

	《蔬菜、水果中甲胺磷等20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NY1500－2008

	《农产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NY1500－2009

	《食品中百菌清等12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25193－2010

	《食品中百草枯等54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26130－2010

	《食品中阿维菌素等85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28260－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2763－2012、GB2763－2014、GB2763.1－2018、GB2763－2019、GB2763－2016、GB2763－2021



4.5   MRL标准视角下农药政府监管的优化路径
面对我国相对复杂的农情以及当前农药MRL标准的局限性，可以通过完善MRL标准以期实现降低农药残留和优化农药政府监管路径等目标。通过以上分析，农药MRL标准直接关系农药残留及农药减量化目标，而我国现阶段农药MRL标准存在标准较低和覆盖范围较窄两个主要问题，并间接导致了农药残留的真实值与测量值的差异，也给农业生产经营者对标生产提供了投机空间，从而造成了农药残留安全隐患。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显示，1990－2018年间我国年均进口农药95 420.9 t，年均进口额571 799.4万美元[41]。为便利农药进出口贸易，防止因国内外农药标准差异导致潜在农药残留的安全隐患，农业农村部及时修订并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农药管理名录（2021年）》[42]【补著录来源文献】。因此，针对当前我国农药残留超标等问题，必须加强农药各环节监管，实现农产品农药残留真实值达标，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首先，应制定和优化我国现行农药MRL标准，适当提高农药限量标准要求，加快与发达国家标准的对接，使之既能符合我国具体农情又可对接国际市场要求；其次，鉴于新型农药科技研发以及不同农药的可替代性，制定农药MRL标准时应综合考虑新型农药以及进口农药类型，及时修订农药限量标准，提高农药标准的覆盖面；第三，提高国外非我国标准内农药的进口与审批，杜绝非标准内农药的大量施用，防止农药残留仅对标本国标准而严重超出国外标准的投机行为，降低农产品农药残留的真实值。针对我国农药MRL标准情况，实现农药减量化政府监管的主要路径如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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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MRL视角下农药减量化政府监管路径

5  结论及政策启示
农药MRL标准是衡量农产品农药残留是否超标的根本性指标，也是我国农药减量增效行动的重要标准依据。针对国际农药市场变化及对农药残留问题的关注，我国及时制定和调整农药MRL标准，有效保障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然而，相比发达国家而言，我国农药MRL标准覆盖面较窄、要求较为宽松，从而导致了我国农产品符合本国标准但严重超出日本、欧盟等农药MRL标准。标准差异给农业生产经营者创造了投机空间，即生产销售的农产品虽然符合本国标准但远超发达国家标准，这为我国农产品突破国外贸易技术壁垒带来了执行障碍，也致使农产品潜在农药残留值的增加，进而产生农药残留安全隐患。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农药残留具有显著的负外部性。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人体摄入的农药残留是众多疾病产生的主要根源；二是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农药残留是造成水体、土壤等农业生态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三是突破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主要障碍，农药残留导致我国农产品出口受阻，农产品贸易逆差严重。
第二，农药MRL标准差异导致了我国农产品的安全隐患。中国农药MRL标准下，水果、蔬菜存在农药残留超标和剧毒、高度、禁用农药残留等问题；此外，中国农药MRL标准相对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较为宽泛且覆盖面较窄，虽然我国农产品符合本国标准，但严重超出日本、欧盟MRL标准，MRL低标准间接导致了农药残留测量值与真实值的偏差。
第三，制定符合我国农情的农药MRL标准是农药减量化政府监管的有效途径之一。农药残留量与农药施用强度呈正相关，与实际农药安全间隔期呈负相关，在国内外农药贸易常态化下，农药残留真实水平应该综合考虑多个MRL标准；农药减量政府监管应以制定和提高农药MRL标准为措施，以实现农药减量增效行动方案为手段，以降低农产品农药残留综合水平为目标。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首先，农药残留的多重负外部性决定了政府加强农药监管的必要性。农药施用在保证农产品产量的同时也存在农药残留的巨大安全隐患，而农药市场机制往往很难发挥公共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容易造成市场失灵。为消除农药残留多重负外部性，必须借助政府力量，对农药实行有效的政府监管，以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其次，优化我国农药MRL标准是实现农药减量化政府监管的重要路径。农药品种之间具有的可替代性决定了农药施用结构的复杂性，而农药MRL标准差异为农药选择性对标施用提供了投机空间，从而造成农产品符合一个标准而严重超出其他标准的困境，因此，政府部门在制定农药MRL标准时，应充分考虑具体农情，通过适当提高MRL标准、拓宽标准涵盖范围、控制进口农药符合国标等“内提标、外控源”监管措施，以实现农药减量增效及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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